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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以往彩礼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

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

究。本文聚焦于“议彩礼”的互动过程，表明彩礼议价的核心不在于结亲家庭

对彼此家庭的认可是具有默契还是存在分歧，而在于具有道德基准意识的彩

礼大行。结亲家庭的道德感受力是依据大行而展开的不得不“议”的行动过

程。情理随行动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使“议彩礼”成为道德意义网络之中衔接

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彩礼道德嵌入性的根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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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呈送彩礼是中国缔结婚姻的必行
之礼，许多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延续了这一风俗。近年来，在华北、西北、
中南等多个地区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多地农村的彩礼攀升至十几
万乃至二三十万，与之相应的是男性成婚压力激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
关注与批评。田丰（２０１６）对福建省大田县的调查表明，当时该县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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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６—１６万元，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十年左右的收入，具有高额化
特征。陆春萍（２０１７）对甘肃省 Ｗ村的个案调查也发现，该村彩礼普遍
在１３万左右，最高达到２０万元，已远远超出当地普通农民家庭的正常
的经济承受水平。将彩礼作为提高农村家庭成本的“陋俗”的观点在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被特别强调。高彩礼的形成不仅
成为结亲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也在结亲之后改变了当
代中国家庭，特别是中国农村家庭的稳定性。１

无论是对高彩礼“社会成本”的认识还是政策治理，都需要对彩礼
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彩礼既为“财”又为“礼”，高彩礼形成横跨了家庭
的经济和道德这两个和中国人生活最有关系的领域，对其进行的社会
学分析因此就有了两个自然的入口。目前学界对高彩礼成因的社会学
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前
者突出了乡村性别比例失衡对彩礼攀升的影响，尤其强调了改革开放
后青年外出打工对本地婚姻市场的挤压。礼物秩序的分析框架则将彩
礼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姻亲与血亲之间的代际礼物流动，将彩礼视为代
际之间互惠的一部分。两种对彩礼的分析框架各自指出了目前高彩礼
存在的一些社会基础，但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
因此，结亲双方按照各自的“道理”对什么是合适的彩礼所进行的互动
正是本文所研究的“议彩礼”过程。

１．田野经验事实表明，婆家对高彩礼的媳妇通常不敢怠慢，新一代媳妇的地位有了显著提
升。并且，当地高额的彩礼市场价使得男性几乎丧失了离婚后“再婚”的可能性，因而媳妇在
婆家有更为充分的“任性”的条件；反之，婆婆“伺候”媳妇，对媳妇言听计从，成为当地农村家
庭中十分常见的现象，如媒人所言：“现在的媳妇叫个啥，礼钱高了，到每家去婆婆都是老妈
子。一句话 就 是 老 妈 子，你 就 是 给 我 打 扫 卫 生，洗 衣 服 做 饭，都 是 你”（访 谈 录 音

２０１８０９０７ＭＲ）。由此我们认为，高彩礼影响到结亲之后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对“议彩礼”的关注使得本文对农村彩礼的研究有了较为特别的经
验关注点：在社区共同体中这种议价的依据何在？导致男方家庭和女
方家庭“议”的规矩有什么不同？在彩礼价格上达成妥协的原因是什
么？这样的依据和原因与乡土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又有什么联系？上述

研究问题是笔者搭建对充满过程性的“议彩礼”的分析框架的第一步。
本文试图表明，对议彩礼的行动过程的分析超出了市场性和传统的互
惠义务，或许可以为彩礼如何嵌入中国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秩序提供一
个新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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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和礼物：既有研究回顾

彩礼起源于婚姻六礼中的“纳征”，指男方向女方送聘财，订立婚约
（李霞，２００８）。顾涛（２０１２）指出，“古代婚礼在本质上根植于人之情性，
所设礼节处处紧扣于此”。彩礼首先是以礼的形式规范婚姻秩序，起到
敦化男女之情、结两性之好的作用。充满人类学色彩的彩礼研究主要
从偿付与资助的视角出发。“婚姻偿付理论”认为，新娘嫁到新郎家，将
会使女方家族丧失了一个劳动力。男方为了向女方家补偿新娘的养育
成本和劳动力损失，需要支付相当于新娘劳动价值的彩礼。女性的生
育价值与劳动价值从原生家庭到婆家的传送，随着彩礼的流动而完成
（弗里德曼，２０００：３８）。１９４９年以后，妇女解放运动凸显了女性的生产
价值，彩礼补偿性支付的意涵因而更加显著（阎云翔，２０００：１９１－１９２）。
“婚姻资助理论”则转向纵向的代际财产转移，财产虽然初步经彩礼从
男方家流入女方家，但其中一部分又以嫁妆的形式流入小家庭（Ｇｏ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ａｍｂｉａｈ，１９７３）。阎云翔（２０００：１９４）指出，下岬村的婚姻支付从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多地由偿付向资助转化，年轻人的自
主权上升，作为小家庭发展资产，嫁妆的比例越来越高。近年来，由于
各地彩礼价码不断攀升，一些学者还认为彩礼已逐渐成为代际剥削的
手段（王德福，徐嘉鸿，２０１４；韦艳，姜全保，２０１７），甚至伴随出现了家庭
内兄弟之间“稀释型代内剥削”的现象（韦艳，姜全保，２０１７）。
因此，在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的礼物分析框架下的婚姻支付研究，虽

然强调了彩礼作为姻亲的互惠媒介以及代际之间的资产转移方式所发

挥的社会功能及其面临的挑战，但由于缺乏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及变
迁中探究彩礼问题的视野，而且始终忽略了更微观的彩礼议定过程，因
而使得对彩礼的认识局限在其功能意义上，彩礼的道德意涵也由原初
“礼”的最高点急剧降到“剥削”的最低点，对深入理解彩礼在中国社会
中的意义尚缺乏有创见性的启发。

“婚姻圈”“婚姻市场理论”则从现代化进程对于婚姻与家庭的冲击
这一维度着眼，考量彩礼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扮演的角色。改革开
放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打工”浪潮，从而引发了
婚姻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邓智平，２００４；李煜，２０１１）。农村传统婚姻圈
被打破，青年男女的择偶空间得以扩展到更广阔的婚姻市场，形成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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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婚姻梯度。由于女性往往要求配偶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
收入高于自己，导致农村女性向外流动的比例增大，造成农村婚姻资源
结构性失衡以及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贾兆伟，２００８）。在市场经
济造就的婚姻挤压的背景之下，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凸显，其
补偿和资助功能开始向婚姻交换功能转变（余练，２０１３）。“婚姻市场要
价理论”相应出现，农村大量的“男性剩余”使得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
高。随着仪式的简化，婚姻中彩礼的经济性质更显著而文化意义被弱
化，男方不得不答应女方家庭的要价，呈送高彩礼以弥补其劣势（魏国
学等，２００８；桂华，余练，２０１０）。现代化变迁导致“婚姻市场理论”的产
生，虽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彩礼，却以“文化意义衰落”的说辞
遮蔽了彩礼在经验社会中仍然具备的道德意涵，并全然以两个家庭的
纯经济理性行为掩盖了彩礼议定过程中复杂的情理平衡与行动伦理。
莫斯的《礼物》作为一部注重考查礼物之伦理意涵的著作，为我们

提供了将彩礼的“财”与“礼”的双重意义联系起来进行整全理解的启
发。莫斯描述礼物互惠的义务的手法是将礼物中给予、接受和回报的
三种义务在太平洋和美洲地方的部落生活的节庆中展开，用莫斯自己
的话讲，是在社会形态学中进行的。因此，寻找礼物秩序坐落在集体道
德中的微观行为和过程，是考察礼物背后某种道德力的基础。无论是
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礼物视角还是“婚姻市场理论”，虽然都部分揭
示了当前高彩礼的社会基础与影响，却普遍忽视了彩礼生产的真正起
点，即结亲双方的议价过程。彩礼的缔结是随着结亲双方各自秉持道
理的往来展开的，双方对彩礼的预期，无论是合意还是有分歧，都不能
化约“议彩礼”的行动。彩礼的议价在怀有默契或分歧的家庭之间充分
展开的特点，预示着“议彩礼”不是行动者通过妥协而消除分歧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考量彩礼的生产，意味着要从行动伦理的角度重新理解

彩礼嵌入社会道德这一经典框架。无论是市场视角还是礼物视角，都不
会否认彩礼的高度嵌入性，但嵌入性如果只是意味着限制纯粹的“成
本—收益”的理性文化传统（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７１），或者一种干扰或改变市场结
果的关系网络（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４；Ｕｚｚｉ，１９９６，１９９９），那么所谓嵌入性就仍
然只是意味着一种附加的行动指南，而不是行为本身。２

２．因此，以格氏一派的研究仅仅通过强调经济生活的非经济因素“纠正”了纯粹的经济学模型
的局限（Ｚｅｌｉｚｅｒ，１９８８），而没有实现以社会学视角取代市场的经济学范畴（符平，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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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斯坦与泽利泽等人在对这一点提出批判的基础上对“嵌入”
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两人将社会背景的视角带入研究，考察其对于
经济行为发挥的根本性影响。弗雷格斯坦指出，国家是市场秩序积极
的参与者，它通过各种方式改变着市场中的博弈秩序，强调市场经济对
于政治的嵌入性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０；弗 雷 格 斯 坦，２００８）。泽 利 泽
（Ｚｅｌｉｚｅｒ，１９８９）则强调市场中多元的价值与规范的作用，将市场视为文
化、结构和经济因素的互动。泽利泽从文化潮流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考
察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家内金钱的使用、分配方式以及
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她看到现实中的性别权力结构以及社会阶层中
的身份地位促使已婚妇女为金钱建构出独特含义，从而约束金钱的自
主性与流动性。金钱并非是纯粹工具化和理性化的等价物，也非全然
同质化与市场化的交换媒介，渗入其中的价值和情感会为其注入道德、
社会、宗教性意涵。在之后对美国早期保险业的研究（Ｚｅｌｉｚｅｒ，２００５）和
对儿童的研究（泽利泽，２００８）中，泽利泽通过探讨人们对于原本神圣的
生命、儿童定价的反感态度，揭示出理性化与商品化的局限性，看到了
价值观念对于市场行为的反作用。基于此，她提出了对于新古典经济
学的挑战，认为交换和消费的经济过程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范畴，
它们与意义和结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系统相互依存。
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的历史考察揭示出“嵌入性”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嵌入程度，而是不同社会分化形式下各有何不同嵌入形式的问题（汤
志平，２００９）。要能正确迈出这一步，需要从彻底时间化了的元素的观
点重新思考“结构—行动”这一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格兰诺维特一派所
关注的网络分析实际上仍然采取了结构论进路，忽略了能动性问题。
皮奥雷（Ｐｉｏｒｅ，１９９６）将人类行动的“内在模糊性”视为新建社会学理论
的四个知识传统的共同点，因此，必须透过交谈与诠释来解决沟通的模
糊性问题。
也就是说，从行动伦理的角度，而不是从此前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或

者礼物视角研究彩礼，关键在于分析彩礼对结亲的家庭及其所在的道
德社区构成了有意义的网络（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７３；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或戈夫曼意
义上的“框架”（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Ｍｃｌｅａｎ，１９９８）。在这个意义流动的网
络中，礼价的商讨与议定的过程与结亲双方在村庄结构中的地位及其
在特定情境中的诉求密切相关，礼价的升降背后因而也就具有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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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道德感受力（ｍｏ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３彩礼正是衔接个人的道德感受力
和集体习惯４的节点：结亲的双方不仅获得了对自己的“体面身份”确
切的理解，而且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中确认和回应了道德社区对彩礼
的集体期待。

３．克雷曼（Ｋｌｅｉｎｍａｎ，１９９９）在对于生物伦理的考察中提出，将伦理准则视为个体性的选择，
认为其应该建立在哲学性与心理性的反思之上的观念并不能解释道德生活的社会过程。人
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各种面向，他们在经济、文化、亲友关系、工作活动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
道德视野，也形塑了人们的道德感受力。在任何文化语境之下，人们都共享这一能力，而这一
普适性的特质是许多主观性共识达成的基础。只要将行动者的经验生活自然化，不同情境下
行动者的伦理就是可以被预测和把握的。

４．汤普森（２００２）看到，当自由市场、资本的力量侵入传统社区，危及居民的基本生存时，社区
固有的习俗与惯例中所包含的责任、规范与义务，构成了居民反抗资本主义的道德力量。斯
科特（２００１）在道义经济视角下对于东南亚小农抗争政治的考察中，发现在地方传统的文化体
系中存在一种反经济理性的集体行动机制，违背了农民对于基本生存权利与朴素正义观念的
国家行为将会引发反叛。受到这一思想脉络的启发，关注道德经济的学者对于集体习惯的讨
论大多局限于面临生存危机的小农群体，并且将其视为极端状态之下反理性的道德实践。本
文在此基础上延伸对于“集体习惯”的反思与探讨，我们对于此概念的使用糅合了两个面向，
一方面，它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彩礼价格，即“大行价”；另一方面则是价格背后难以被标价的习
惯，它更多的体现为一系列道德性的考量，比如对自身道德声望的锚定与感知，以及对于结亲
家庭行为的道德判断。不过，这一系列道德的期待与判断，仍旧要通过行动者理性的“议价”
的过程，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可见，“集体习惯”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于市场、国家权力的反
抗，也不仅仅需要符合集体的道德期待。议彩礼过程中、经济理性的原则同样对个体构成约
束，行动者对“集体习惯”的遵循和顾忌混杂着理性的考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看到了
“集体习惯”这一概念如何超出了汤普森与斯科特等人的使用所指涉的意义范围。“集体习
惯”不仅可以作为人们在危机状态下借以反抗外部力量的道德武器，而且可以具有日常性的、
高度互动性的意义。

５．社会行动的过程性，不仅构成了对个体道德意识的重新理解（Ａｂｂｏｔｔ，２００５，２０１６：１６－３２），
也是构成关系性研究的关键（Ｅｍｉｒｂａｙｅｒ，１９９７），严格来说，过程性的行动，并不等同于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本身，但本文所使用的机制之说，重视的是关系的延续性（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１９９１；

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５）。

彩礼在社会行动上因此有着更为基础的意义。对行动过程本身的
探究构成了笔者理解彩礼的一个核心关注，也是我们对针对彩礼的田
野工作的入手点。５笔者通过“议彩礼”这一议价过程的考察正是希望
能接续泽利泽等人对市场嵌入文化体系的研究，挖掘议价这一看似是
纯粹的经济行为背后所蕴涵着的文化价值和道德意涵，从而在中国乡
土社会研究中带回“结构—行动”问题中价值与意义的维度（费孝通，

２００３），以期在“议彩礼”这一特殊情境中拓展和细化对于“关系社会”中
人们的行动伦理和道德观念（周飞舟，２０１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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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礼与合意：基本的研究背景

笔者的调研在甘肃省Ｂ市Ｌ县６展开，主要聚焦于Ｔ镇周边。Ｌ
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南缘，下辖五镇八乡。虽然Ｌ县经济发展水平整
体较低，但Ｔ镇地处Ｌ县中部的交通要道，是重要的商品交易和物资
集散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与相邻的乡镇比相对较好。Ｔ镇的中心
为六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居民隔天在主街道赶集，邮局门口时常汇聚着
相亲的“人市”。医院、学校、政府等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位于其他几条街
道，中心街道周边分布着Ｔ镇下辖的２６个村庄，共占地１７６平方公
里。Ｌ县处于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地带，历史悠久，传统婚丧嫁娶之礼俗
底蕴较为浓厚。７虽然近年来许多婚姻的实际流程仪式有所简化，但多
数家庭仍基本遵照传统习俗来安排婚事。

６．根据学术规范要求，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７．在Ｌ县的婚俗中，婚礼之前大致有遇面、看家、说彩礼、订婚、送绢几个步骤，每一步都有特
殊的讲究。这套婚俗基于当地相亲的传统，例如，“遇面”就是由媒人或亲戚介绍让年轻男女
双方初次见面。“看家”是女方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男方家中作客，了解男方的家庭情况。订
婚之前，两家人会携媒人或近亲作为中间人一同商量彩礼，说定的彩礼由男方家庭在隆重的
订婚仪式中呈送女方父母。有时订婚时先送一部分，其余彩礼在“送绢”环节中随男方家庭给
女孩准备的三金、衣服等礼物一同送到女方家中。婚礼当天，女孩的手工活和娘家的陪嫁会
同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一同摆放在女方家中，以展现两家人对女孩的充分重视，以及媳妇的
能干。“遇面”之后的环节对自由恋爱的婚事而言同样适用。

甘肃Ｌ县发布的《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该
县当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　８５５．７３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９　０６６．４３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７　００６元 。而２０１６年该
县城彩礼最高已达２０万元，是农民人均收入的２０倍左右。到２０１９
年，彩礼已达１８万元至２６万元不等，远远超过了城乡居民的正常经济
承受水平。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大多数为子成婚的家庭都要通过借贷
完成对孩子的婚姻义务。当地的性别结构的确对高额彩礼的产生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表呈现了Ｔ镇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的人口统计数据
与计算得到的性别比。
由表１可知，该镇的性别比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经历了下降过程之

后，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再度攀升。在人口统计学上，性别比的一般正常范
围在１０２—１０７，而Ｔ镇的性别比显然又逐渐超越了这一范围。虽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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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Ｌ县Ｔ镇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底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户数（户） 人口数（户） 男性人口数（人） 性别比（女性为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４　６９１　 １８　１５０　 ９　６２４　 １１３
２０００　 ６　２６７　 １９　６１８　 １０　５５８　 １１６
２００５　 ８　６４５　 ２９　９７７　 １５　３９３　 １０５
２０１０　 ９　８７２　 ３１　４３３　 １６　２５０　 １０７
２０１５　 １１　０３４　 ３１　３８０　 １６　３５４　 １０９
２０１８　 １１　２５８　 ３２　２５４　 １７　１６８　 １１３

　注：１．资料来源：Ｌ县Ｔ镇政府２０１８年统计报告。
２．２００５年Ｇ乡合并到Ｔ镇８　６２０人，表中为合并后的统计数据。

地通婚圈不局限于该镇之内，但Ｌ县各个乡镇的性别比普遍失衡，而
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步入婚姻，外出读书、打
工的青年也有许多人找到外地配偶。相比于男性，女性外嫁的比例更
高。所以，相亲市场上男女比例更加不均。８这意味着，长相不佳的或
来自山区最穷苦的适婚男性丧失了同期成婚的可能性。

８．２０１８年春节前后，媒婆芸香的联系网络里有二三十个急于相亲的男性，却只有十个左右的
女性，印证了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后对底层农村男性造成的婚姻挤压状况

９．“大行”一词在当地的方言中即指“市场价”，除了称彩礼大行外，所有可定价议价的事物都
可以用“大行”来形容其一段时期内的普遍和平均价格。用访谈对象的话来说，“大行”就是指
“大家都出这个价，我也不出这个圈圈外”（访谈录音编号１９０２１６ＷＹ）。

１０．本地男性与外地女性结成的婚事，彩礼同样不高。这主要是因为索要彩礼的女方家庭，往
往更看重他们所处地域的“彩礼大行”，而多数地区的彩礼皆低于Ｌ县，所以本地男性娶外地
媳妇的彩礼往往较低。当然，本地的高彩礼状况同样也影响到了一部分非本地婚姻的彩礼，
例如，在我们调研的一户人家，其大儿子娶本地媳妇花了２０万元彩礼，小儿子在娶河南媳妇
时亲家原本不要彩礼，却考虑到女儿妯娌的高礼金，而最终决定索要８万元彩礼。不过明确
的是，不论是“外嫁”还是“外娶”，其彩礼金额几乎一定是低于本地同期“大行”的。

我们了解到，该县彩礼市场价，即人们口中的“彩礼大行”，９主要
依据男方家庭的房产区位形成梯度分布，离街道越远，彩礼越高。这一
点对自由恋爱和相亲的家庭而言没有差别，只要双方父母都在本地，他
们大致都会遵循这套规范说彩礼，根据传统婚俗办婚事。因此，总体上
呈现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彩礼越高的景象。并且，即使婚事越出本
地通婚圈，这种规矩也依然发挥着效力。对于女儿外嫁到其他县区乃
至东部、中部省份的家庭而言，他们向亲家索要的彩礼往往相对较低，
不会执着于本地的彩礼大行，主要原因在于外地的亲家往往条件优于
本地，多数家庭的女儿通过婚姻实现了向上流动，所以这些针对外地亲
家的“低彩礼”同样是本地彩礼逻辑的延伸。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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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Ｌ县，由一个个相互熟识的媒人搭建起通婚圈内的婚姻介绍系
统，因此，一桩婚事可能不止有一个媒人。职业媒人从婚事中收取的
“谢媒钱”１１在亲事说成以后均由男方家庭支付。除了匹配合适的男女
“遇面”，媒人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在双方表示有结婚意愿后从中协调帮
两家人“说彩礼”。“说彩礼”是指两家人在一起商议并说定彩礼，也即
我们通常说的“议彩礼”，一般是由女方父母提价，男方父母或中间人一
步步向下说和。在自由恋爱的婚事中，一些家庭也会叫上亲戚作为“中
间人”，将两家人难以直接张口表达的意愿由中间人传达给对方。

１１．“谢媒钱”与成交彩礼金额无直接关系；职业媒人的职业声望与成交彩礼金额也无关，而是
通常建立在说媒成功的个数基础上。

１２．访谈录音（１８０２０８ＭＰ），括号内序号由访谈日期与被访者姓名拼音缩写构成，下同。

１３．也有特殊情况，例如，一家之中儿子非常能干，而父母的权威很小，则由儿子本人掌握婚事
的全部决议。但田野中尚未见到有女性本人可全权参与彩礼商议的情形。

以往我们认为，彩礼是相亲成败的关键，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媒人
芸香称，相亲“议彩礼”的过程即使比较胶着，最后也往往能说成，男方
因接受不了女方的高额彩礼放弃这门亲事的情形比较少见。要理解其
中的差异，关键在于相亲过程中“议彩礼”之前“看家”这一环节的意义。
芸香称，“看了家以后‘完’（指亲事没说成———笔者注）的多，有的家庭
不好看完就不愿意提了”。１２“看家”其实是在男女青年互相愿意结成婚
姻的基础上，女方家庭对男方家庭经济水平预估的重要环节。需要指
出的是，相亲之后是否结成婚姻很大程度上以年轻人的意愿为准。尤
其在“看家”后，当女方父母对男方家庭条件没有异议时，无论孩子是自
由恋爱还是感情基础相对薄弱的相亲，到“议彩礼”阶段，双方家庭都对
未来婚事的美满与长久抱有很高的期待。从而使得“议彩礼”这一过程
极具“合意”的色彩。一旦进入“议彩礼”的环节，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
年轻人不但要回避“议彩礼”的场合，还不能随便参与长辈的决议。１３

“议彩礼”是长辈表达各种结亲考量最重要的环节，即便年轻人可能不
完全认同父母的决策，但如果他们在彩礼一事上过度参与，则可能会被
议论为不明事理，而父母也往往不会为孩子的三言两语所动。从田野
工作的角度来看，“议彩礼”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行动环节。
因此，“议彩礼”基本取决于双方父母的意图与考量，而其“合意”的

基础又意味着，“议彩礼”并不仅仅是双方达成经济预期平衡的博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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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那么，结亲双方在彩礼上各持的“道理”从何而来？各自道理的交
锋是否只关系到彩礼涨落？彩礼的缔结是不是只关系到结亲双方？更

重要的是，如果结亲双方在看家之后彼此都满意乃至有着心照不宣的
默契，那是不是意味着“议彩礼”仅仅是一个形式？我们将通过展现彩
礼议定过程的三个案例来思考彩礼在行动中生成的情理面向。

四、“以礼顺情”：迂回过程的情理呈现

如前文所说，Ｌ县的彩礼大行根据男方房产离街道远近差异形成
了由高到低的梯度分布。在一桩“上嫁”婚事里，男方家的条件和名声
本身就使女方家庭在这份姻亲关系中赚足面子，亲戚朋友都会称赞女
孩“嫁了个好人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预料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依靠亲
家的地位与关系，为了照顾男方家的脸面而同意降低彩礼。由此，逐渐
形成了“上嫁”礼低，“下嫁”礼高的共同规范。
但“大行”作为彩礼基准的含义，却又远超出结亲家庭的社会经济

地位象征。这意味着，接受高彩礼在街邻看来意味着男方家庭或是经
济地位不高，或者不是一个被公认的体面家庭。在家庭的社会经济条
件相当的情况下，两方面的象征对男方家庭的道德感受力就有了微妙
的含义。道德感受力的变化直接影响“议彩礼”的进程。
开卫生所的老白是村镇周边公认的厚道人。２０年来，他在村卫生

所小到治疗感冒，大到为孕妇接生，还曾挨家挨户给老人测血压体检，
将电子数据归档记录，工作一向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老白成为当地众
望所归的“医者仁心”的代表，乡邻平日里十分敬重他，这意味着他在社
区的道德评价里面处于当仁不让的顶端位置。老白的家境虽然不像生
意人那样富裕，但他家在街道边的房子无疑是小康生活水平的象征。
无论是名誉还是家底，老白家都算得上是理想人家。
但这样的理想人家在２０１６年儿子结婚时却遇到不理想的状况。

儿子与儿媳相亲结识，心心相印，很快就定下了亲事。老白虽未遭遇
“天价彩礼”，当邻乡的亲家提出符合周边大行的１８万元彩礼的时候，
他也觉得很尴尬，因为这并非是因为他出不起这钱：

１８万不行，我说１８万块钱我倒是有呢，就是不想出这么
个价。我也算是这边有名气的人。不能出这个价，出这么个
价别人还嘲笑我呢。（访谈录音１８０９０８Ｂ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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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的为难之处在于，他并非不满意未来的儿媳，也没有抱怨亲家
提出的彩礼价高，在村庄里，处于细致社会分层１４中的人们在行动时，
诸事都要向上或向下比较一下。老白比较的结果就是对自己为人的口
碑有十足自信。更关键的是，自己数十年“医者仁心”的口碑在他看来
完全应该体现在儿子的终身大事上：自家以低于大行的彩礼缔结亲事，
用比乡邻花更少的钱娶到贤惠勤劳的媳妇，是与他被高度承认的道德、
经济地位相吻合的。他可以预料，如果按大行给彩礼，一定会被乡邻大
肆议论，在充满道德评价的“彩礼”观念里面，他这样条件好的人家娶亲
竟然都和其他人一样花１８万元之多，估计女方也并没有对老白家特别
满意。这种评价比起过高的彩礼是相信自己品行无缺的老白不能接受
的，而这种自信是彩礼嵌入集体性的道德评价最直接的证明。
更有意思的是，当初提出１８万元彩礼的亲家并没有通过“要求”表

达不满，或准备“挑”老白家的理的意思。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是，老白的
亲家本是对这门亲事十分满意的，他们不仅对老白家的经济与为人的
口碑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认可老白的道德感受力：以老白对
在村庄分层中的位置，彩礼理应低于村庄大行。在这种双重同意的基
础上，可以说两家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为什么要一开始提出一
个不像是心同此理的两家会认可的彩礼要求呢？也就是说，女方家的
彩礼要求是不是高于本地彩礼的一般价位，并不是产生两家“议价”最
根本的动机。

１４．此处的“社会分层”与后文中的“村庄分层”，都指的是村庄中涵盖各个方面的整全的分层
体系，包括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道德口碑、职业声望等。后文所使用的“道德分
层”的概念应当包含在其范畴之中，属于村庄社会分层的其中一个面向。

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们重新将观察的重点放在了 “议彩礼”之上。
在老白的亲家看来，即使有这样的默契，恰当合理的议礼过程也应当
是，自家一开始提出一个大行价，待老白开口向下说和，他们再顺势同
意下降，而不能是从明显低于大行价开始议。在女方家看来，从不低于
大行的价开始“议彩礼”是和老白家异曲同工的道德感受力：女方家也
同样以微妙方式表达了自家是体面人家的立场。更重要的是，顺势而
降也顾全了老白家的口碑，而与老白家结亲则表明了女方家对嫁入什
么样的人家有着明智的判断力。看上去不必要的迂回，变成了成全两
家道德感受力的必要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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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和他的亲家对彩礼的道德感受力和他们对自家在当地的声望与

口碑的判断息息相关。议价的过程性与纳亲之家对更大范围内的道德风
气的顾忌因此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顾忌之心是此过程性的情理更为微妙
的一环。我们田野中遇到的家泽的婚事正是这种顾忌的一个案例。
家泽只有一个儿子，从本省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一直在东部省份

打工，是其女友的亲戚为他安排了工作。儿子与女友是高中同学，感情
基础深厚。２０１６年腊月，孩子们回家过年时，两家人将说婚事“议彩
礼”提上日程。腊月廿六，家泽前去拜访亲家，原本他觉得相对于女方
家庭在山里的条件，自家在镇上情况也算不错，彩礼顶多十二三万元，
但女孩母亲开口就要了２０万元，他和中间人磨破嘴皮也只讲到１６．６
万元，由于还比Ｔ镇大行高出３万元，他没法立即答应，便搁置下来。
第二天，亲家母打来电话称，虽然女儿因为彩礼太高和她闹了矛盾，

但彩礼仍旧不会再少了，希望他考虑清楚。那几天儿子也时不时地劝父
亲应下彩礼。而家泽迟迟不愿答应，经济压力只是一方面的考量。虽然
自己的积蓄仅有１０万元，算上婚事的一切开销还需要十多万元才能渡
过这道坎，但家泽内心觉得，女孩家人帮儿子解决了工作问题，好媳妇本
身也是可遇不可求，多花两三万把这样一个明理懂事的媳妇娶进家门，
可以排除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儿子日后的家庭生活亦能有一个稳定的
预期。那么，为什么家泽却仍然没有当即接受亲家母的彩礼价呢？

你说太多了，你作为咱们这个地方来说，以后儿子娃娃都
比较多，对不对……哎，其他家给儿子找媳妇要经过了解的，
那你们家给娃娃找媳妇给了多少钱的彩礼，人就都知道了。

（访谈录音１８０２０４ＷＬＣ）
家泽如果贸然答应高彩礼，他真正顾忌的是自家高彩礼会抬高这

个区域的“大行”，给周边儿子还没成婚的家庭造成压力。如果自己为
了得到一个顺心的儿媳而使乡邻们的利益受到损害，那就很有可能伤
及邻里之间多年来亲密的人情联结，甚至可能招来自私自利的骂名。
以往，家泽恪守道义，为人通情达理，正如他谈起“借钱”一事时，表

现出他对自己信誉的明确自觉：
现在朋友之间借钱，只有讲信誉度的这一种人可以借钱。

就像我，我经济上跟人打交道信誉度比较高。我说是你这个
钱我借一个月，一个月满了以后我要是自己没有，我宁肯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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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前借了都要给你还，这是言而有信的人。
（访谈录音１８０２０４ＷＬＣ）

他平日为人厚道、讲义气，已经构筑了他在社区道德分层１５中较高
的位置，他也以此为豪。极强的道德感受力也使他更难破坏整个村庄
社区的道德风气，不能因高彩礼就这样得罪了乡邻。但是，他也不能因
为怕自己的名声受损而耽误儿子一生的婚姻幸福，这使家泽陷入两难
的境地。

１５．陈文玲（２００９）看到，村庄舆论不仅能够传递信息、表达个人与公共的利益诉求，也呈现了
共同体所认可的种种规范，并根据每位村民对于规范的遵守状况排出序列，从而沉淀成为村
庄的道德分层。道德分层可以引导他们遵守对于共同体规范的严格遵守，以避免在道德分层
中堕入不利地位。不过，笔者认为，这一“道德分层”仍然是较为静态的呈现，如果进入行动者
的视角，分层就会呈现流动性的图景。处于分层中的人们在特定的事务上采取一定的行动策
略，将影响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尤其有关“为儿娶媳”———人生三件大事之一—这件事的行
动，将更具重塑分层的重要意义。

１６．斯科特（２００１）从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处借用并扩展了“道义经济”（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转下页）

因此，家泽需要在二者之间寻得某种平衡，要给加在自己身上巨大
的道德压力找到一个突破口。适逢过年，邻人亲朋不免会问起孩子的
事，听到家泽因为彩礼的问题犹豫，他们纷纷训劝家泽：

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娃娃的感情用金钱来衡量，你高掏就
高掏了，咱们有人了还怕没钱吗？（访谈录音１８０２０４ＷＬＣ）
家泽和盘托出他的为难，让邻居看到他舍己为人的义气，他的为难

自然就得到大家的同情。经过他人劝勉再作出接受高彩礼的决定，便
不至于在道义上得罪亲邻，更能取得社区舆论的理解和宽容，这是家泽
在“两难”的情境中权衡之下找到的变通之道。
老白的亲家和家泽对彩礼本身及对方关于彩礼的“理”都没有大的

意见，但这种几乎不费周折的合意却没有“一锤定音”，“议彩礼”也完全
没有变成例行公事，恰恰因此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他们都要经历看似
不必要的议价，通过人为的“台阶”才顺势而下，接受本已同意的彩礼。
议价最大的情理在于不能不议，这看上去有些悖谬的说法恰恰体

现了情理具备一个可持续的，或者说高度互动性的基础。这是本文所
谓情理的过程性意义。因此，情理，或者说道德感，并不能被一种“反经
济理性”的简单逻辑所概括。而这种情理随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也恰恰
是目前被泛用的“道义经济”（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６等概念所不能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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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最符合情理的“议价”即意味着在双
方心心相通的情形中“无需议价”。本节所展示的两个个案都是在充分
理解基础上的“迂回”，“议彩礼”中的情理并不能化约为双方合意程度
的高低，越是符合情理，“议彩礼”越不可少。正是在“议”的过程中顺势
而为，顺应对方的道德感受力，才使得情理得到充分的生发，从而推动
“合意”的达成，这即是“以礼顺情”的经验含义。

五、“以礼明心”：议价过程的道德确证意义

上节的案例指出，双方的理解和共识并不体现在彩礼的“一口价”

上，而恰恰要在看似不必要的“议价”过程中展现出来。但并不是所有
结亲家庭都像上文中老白和他的亲家那般，从一开始就有着对彼此道
德感受力及彩礼数额的明确共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就进入
抬价和压价之间的博弈呢？本节所要展示的田野案例表明，即使没有
很强的同理心，纳亲之家随着缔结婚事而展开的一系列“议彩礼”的也
并不是双方的互相妥协，相反，这个行动过程影响着两家人及整个社区
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最终也正是需要通过“议价”的过程来确认这一
道德共同体的共识。

（接上页）的概念，他看到，农民出于“安全第一”与“生存伦理”的考虑会放弃最大利润原则，体
现出一种有限理性，在特定的共同体范围内部产生一种集体性的互惠，呈现为道义性的再分
配机制。道义经济的安排与实践镶嵌于地方传统的文化体系之中，而不符合农民社会公正观
念、权利义务观念与互惠观念的剥削则会引发农民的反叛。但是斯科特对于道义经济的讨论
范围过于狭隘地限制在了面对生存危机的小农群体身上，并且被认为其是在极端状态之下完
全反经济理性的实践，而缺乏对于道义背后文化传统的深刻探讨。

在镇上经营超市生意的老严，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小有积蓄。而
他的儿子凭自己的能力考学走出农村，在省城落了脚。老严一直觉得
自家人也算是镇上的体面家庭。可是，他的亲家母因为大女儿嫁给了
镇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后受到了苛刻对待，令她极为不满，因而一开始
极力反对让二女儿也嫁给一个“小气”的商人家庭，这使得老严平生第
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生意人这一身份的巨大道德压力。

不过，两家的孩子自高中起就开始恋爱，亲家母也不忍拆散他们。

尽管对二女儿再次嫁入商人家庭有不满，但老严的亲家最终还是答应
了这门亲事。２０１８年腊月办婚宴前一周，亲家母从外地归来，老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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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赶往对方家中，迅速商定了一切事情：
老严：回来以后嘛，下午五点钟，我和你姨在家里吃过饭

之后就赶紧下去，下去以后嘛用了半小时时间就把彩礼给说
清了。包括这结婚该准备的一切就在这半小时以内就说清楚了。
访员：怎么做到的？
老严：因为她要了十七万八，我就答应了２０万嘛，人家不

要这么多，就要十七万八，我说那行嘛，这就不费口舌。
（访谈录音１８０９０５ＹＳＳ）

在亲家母看来，老严一家作为生意人原是不够体面的，这门亲事并
不完全合其心意。根据当地要彩礼的规矩，她完全可以索要一个高价
彩礼而不落人口实。可是真正到“议彩礼”时，她却仅仅提出一个位于

Ｔ镇彩礼大行下游的礼价，难道她是一反彩礼的道德内涵而行之吗？
其实，说定婚事的前前后后，老严为了争得对方的同意，早已付出

了许多心血。２０１６年儿媳研究生毕业时，老严就同亲家母商量过一次
孩子的婚事：

当时也就是２０１６年我们两个提亲去了。就是同意就谈，
不同意两个娃娃岁数大了也不要耽误了，就问这个话呢，她就
说是同意。这就是我们两个提着四色礼两个人问了一下，问
了之后就是害怕这个丫头工作找不到省城，他们两个也走不
到一块儿，因为儿子在省城的话，媳妇也肯定要在省城。最后
找的工作都离省城中心城区比较远，那些高职院校啊，可以应
聘去当教师。但是地方比较远，两个人也没办法共同生活，他
们那阵子已经把户口登到Ａ区了嘛，已经登上了，这没办法
最后我就找人，找关系给弄到这个药厂，弄到药厂以后，两个
娃娃已经把像都照好了，啥都弄好了。（访谈录音１８０９０５ＹＳＳ）
老严为了儿子的婚事，花大力气将儿媳的工作安排到省城的药厂，

投入的精力、财力都有目共睹。不仅如此，在省城买房一事上，他更是
展现出其他人家没有的气派———直接花了５５万元付了６０％的首付，
剩下４０％由儿子、儿媳按揭。如此一来，通过在孩子婚事上的种种慷
慨行动，老严向亲家母，以及社区里的所有熟人展现了自己的宽厚与大
方，表明自己是个重情义轻利益的人。这既是为了保障儿子婚事的顺
利进展，也是他提升自己在村镇社区内道德地位的一个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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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严此举的目的再明显不过，而亲家母表面上的确再没有了阻拦
婚事的理由，自那以后，孩子的婚礼开始被提上日程。两家人见面“议
彩礼”之前，因为亲家母迟迟在外地不回来，心急如焚的老严已在电话
中表明，无论要多少他都愿意接受，只要不耽误孩子领证。但亲家母似
乎没有接这个话，也没有借此“狮子大开口”要个“天价彩礼”，而是坚持
不能在电话上“议彩礼”，一定要等她回来当面说。见面那天，亲家母直
接提出了自己心仪的数字———１７．８万元，其实已经意味着亲家母认可
了老严的种种付出。原本作为高彩礼基础的男方家庭的“不体面”，在
双方围绕婚事展开的多重互动中已经逐渐被消解了。
反观老严，他的确对彩礼表现出不计较的态度，甚至提出更高的礼

价。这是他进一步展示自己慷慨的举措吗？表面上看可能如此。但实
际上，由于彩礼蕴含着强烈的道德评价意味，它同两家人的道德实践及
道德感受力密切相关，还将影响未来两家人的名声，因而老严提价的建
议事实上包含他向女方家庭进一步确证的试探。
其实，亲家母通过彩礼体现出的对老严的认可，也不只源于个人观

念的转变，也考虑到了整个社区对其树立的新口碑的认可。假如亲家
母提出１７．８万元的礼金只是客气，而真的同意了老严的提议，决定收
取２０万元的彩礼，那么她将面对的是在乡村社区的舆论里被议论为
“蹬鼻子上脸”和“利欲熏心”，最终落个“贪财”的名声，在老严面前反而
会抬不起头。所以亲家母也是洞悉了他人对老严道德实践的肯定，同
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地位，才继续坚持了１７．８万元这样一个中规中
矩的礼金。而老严也正是通过和亲家母“议”的这一过程，确证了自己
道德实践的成果与收效已被亲家和整个社区共同认可。
本节的案例表明，处于社区道德分层中的人在人生的关键大事上

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改善自身在分层中的位置，以弥合共同体评价
与自身道德期望之间的张力。而这些策略最终是否取得了社区的认
可，自身的道德地位是否因此而提高，这些答案均会在“议价”的过程中
获得确证。可见，“议价”之“不能不议”的意义在于，唯有在这一过程当
中，原本处于模糊状态的、不确定的社会评价会随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互
动交流，显现较为明确的涵义，所以，“以礼明心”也正意味着以“议礼”
的方式来澄清结亲家庭此前可能存在的误解，明确双方或一方相应付
出的努力，其在村庄社区中地位的变化也最终在此得到证明。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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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这一过程充满了道德确证的意义。

六、“以礼争气”：道德地位浮现与道德行动策略

在上一节的讨论中，“议价”给予纳亲之家道德地位变化的最终确
证，“议”的过程就是原本模糊的道德共识逐渐呈现的过程。还有一类
亲事就是结亲家庭共识的缺乏的确导致抬价和压价的博弈。那么，博
弈过程中结亲家庭彼此的妥协和坚持究竟有何意义？是否在具有明显

分歧的状况中，“议”的过程就会丧失了“礼”的要求？彩礼的情理意义
从而也被削弱？从下文艳云的故事我们会看到，“议彩礼”时双方的一
举一动在此情形中反而沾染了更强烈的道德色彩，体现了行动者更复
杂的道德感受力及与之相应的行动策略。
艳云的女儿和对象小谭都在Ｂ市工作，经人介绍谈了４个月后，

于２０１９年春节前后来家拜访了两次。虽然他在Ｂ市行政单位工作稳
定，有车有房，但说话轻浮，不懂礼貌，而且在女儿面前显得有些强势，
令艳云不满。但女儿一心愿意，她和丈夫便只好不再阻拦。
两家人开始“议彩礼”时，Ｔ镇街道的彩礼已涨到２０—２４万元，艳

云和一向会拿事的大姐爱云商量，提出两种方案：彩礼２２万元，陪嫁６
万元；彩礼２０万元，陪嫁４万元。可是同县不同乡的亲家老谭却迟迟
不愿接受，反而提出了一些考虑不周的新方案，意图压低彩礼价格。看
到情况僵持不下，老谭便说：“哎呀，主要是这个２０万彩礼高得我在庄
里人面前丢人，抬不起头啊！”（访谈录音１９０３０３ＷＦＱ）
老谭的考虑是自家在街道边，儿子在市里又有车有房，工作也体

面，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低于大行的彩礼完成婚事才是符合道理的。艳
云一家对这个道理心知肚明，那么，她们的“高价”是不是意味着对艳云
家来说，彩礼的“财”重于“礼”呢？
在艳云家看来，恰恰由于对彩礼道德评价意义有充分的重视，因而

才未能就彩礼数额与老谭达成共识。在“议彩礼”前前后后的交往中，
男方家总是摆出一种优越的姿态：饭桌上只有艳云的丈夫给老谭不断
敬酒，小谭却未给艳云一家人敬过一杯酒，老谭说话的腔调更是底气十
足，诸多细节令他们十分不满。在艳云家看来，自家和孩子的经济条件
都不比对方差太多，本来就“门当户对”，并不算攀了“高亲”，不该得到
这么轻蔑的对待。更关键的是，“在议彩礼”的过程中老谭父子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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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行为表现出这家人不够通情达理还自视甚高的作派，艳云更是没看
上小谭的为人。在这种时候让彩礼，艳云一家咽不下这口气。爱云于
是礼貌地回敬老谭称：

你们儿子确实优秀，不过我们姑娘在市里的工作也不差，
这在国企单位上班刚一年，拿将近６　０００块钱的工资也不低
吧？而且不论是长相、体态，仪表，我们姑娘样样都上得了台
面。不过你既然说了这个话，那咱们也两家也都相互体谅一
下，就在２０万彩礼的基础上再返４　０００元，１９．６万吧。

（访谈录音１９０３０３ＷＦＱ）
老谭并未立刻接受这个彩礼，但艳云家人也已打定主意不会再让

步了。难道艳云夫妻只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脸面”，从而让亲事如此悬
置着吗？他们难道不曾考虑女儿在这门婚事中的焦虑心情？不曾设想

说彩礼僵持不下的状况会让女儿嫁到婆家后难处关系吗？

对当地嫁女儿的父母来说，外人的这些疑虑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他们的心思正如媒人雷南所言：

哪怕你一个馍掰开分成两个吃呢，你还把我女子看成个
人，你不疼我女子你还疼你的钱呢。人家也有道理。就算是
你家穷得很，人家卖２０万，我给你卖了１０万块钱，你去把我
的女子不当人。（访谈录音１８０９０７ＭＲ）
如今，在Ｌ县的相亲市场上，已不可能有女性愿意下嫁到山区人

家，只有自由恋爱的女性才会不顾经济条件限制而自愿嫁给来自山区
的男性，女方父母往往极力反对，反对无效后才勉强同意并索要高额彩
礼。在他们看来，“下嫁”的婚姻秩序本来就更为脆弱，如果只考虑婆家
的经济负担，而索要同那些“门当户对”或“上嫁”亲事一般高的彩礼，就
会使得女儿在未来婆家的地位没有保障。
在艳云一家人所处的“议彩礼”情境中，他们的考虑其实十分类似。

在他们看来，彩礼多一万少一万，并不会给老谭家增添多大的经济压
力。关键是他们意识到，小谭看起来是个“厉害”人，婆家人也不够通情
达理———这些对亲家道德地位的判断与担忧令他们力求在“议彩礼”时
彰显自己的地位。如果在“议彩礼”时败下阵来，不断退让，一定会让老
谭感到儿媳妇的娘家人其实就是好说话的“软柿子”。如此一来，婚后
小家庭若产生了矛盾，对方想到女方家庭在“议彩礼”过程中的软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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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就更不会给儿媳好脸色看。艳云和爱云对彩礼数额的极力坚持，其
实是在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亲家———儿媳未来是有强硬的娘家人撑
腰的，他们得看在姻亲的分上善待儿媳。
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迂回的余地。两家人围绕彩礼价格“缠斗”

了两周之久，艳云本已将彩礼降到１８．８万元，除此之外再付１．２万元
的离娘费和针工钱，如此一来合起来还是２０万元。这样既保证了自己
在实质的谈判中处于不败之地，也保住了两家人的脸面，是基于情理的
智慧举动。但老谭仍不想直截了当地接受，还想试探更多回旋的余地。
艳云的女儿看到彩礼商议僵持不下，心中也很焦虑，但她又觉得自己没
有立场要求母亲降低礼价，更何况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爱云也
不忍将婚事如此拖延下去，看外甥女焦心，最后索性在电话中直言：

其实一开始我妹妹想着这个说彩礼总要有往下的一个过

程，所以打算要２２万、２４万这么个数，但是我想着既然娃娃
愿意，干脆一开始就给你说了２０万，把这个数说到位了，省了
咱们大人的工夫。（访谈录音１９０３０３ＷＦＱ）
老谭一听这话，顿时不好意思起来，并且觉得女方家已经给了台阶

下，如果再不松口，更要背上一个不近人情的“骂名”，于是他也顺势答
应：“那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那这我心里一下子松活了！”（访
谈录音１９０３０３ＷＦＱ）爱云见他松口接受，出于礼节考虑，又将离娘费减
去了２　０００元，以示诚意。
这次“议彩礼”的过程表明，尽管双方都有所“争”，却也都是奔着为

了孩子婚姻幸福的目标去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以表明立场以后，
双方都作出相应的退让是保全两家人脸面，成全孩子婚姻的恰当举措。
其实，艳云一家最初并未像爱云所说的那样，盘算好了不降彩礼，

只是在“议彩礼”的过程中察觉到男方家人不够厚道，才决定紧咬价格
不放，以不甘示弱的态度为女儿“撑腰”。他们对高彩礼的坚持，并非是
为了“争利”，而是为了“争气”。应星（２０１０）对于“气”这一具有乡土本
色的概念的研究指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纯生理的冲动，也
不是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
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
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在艳云的故事中，他们一家正是从亲家的
言行间感到自身受了轻视，郁积了不平之“气”。但是，其后他们坚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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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降价的行为又并非是单纯的“赌气”，因为他们并不只着眼于此刻
的“受气”。他们“以气立人”，是为了表现出对男方道德感受力的质疑
和对自身地位的坚守，也正是应星所谓的“追求社会尊严、实现道德人
格”。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以此塑造平等的姻亲关系，并影响即将结成
的小家庭的秩序，为女儿“撑腰”。
可见，彩礼“不能不议”，还因为随着“议价”的过程而展开的是双方

对彼此品性、道德地位的判断，充满分歧的彩礼博弈中无论是坚持还是
妥协，都是基于结亲家庭充分的道德感受力而建构起的道德策略。恰
恰是“议”的过程最体现两家人的态度与情感，也正是在这一以“争气”
为核心考量的互动过程中，小家庭的秩序在结亲家庭乃至村镇社区的
范围内，经过调适和形塑而达到平衡，而且最终同“礼”的规范相适应。

七、结论

本文的三则案例都向我们展现了结亲家庭在彩礼一事上所遵行的

行动伦理。“彩礼大行”因地而变，因时而改，它在人们心中却有着恒定
的道德意义，它既是一个价格基准，更是所有乡邻共同遵奉的道德基
准。一般来说，女方家庭的预期礼价不太会逾越大行，但也唯有在“上
嫁”的亲事中，当女方父母对男方非常满意时，彩礼才会低于大行。所
以，彩礼蕴含着双方家庭相对的评价，而且该评价不仅基于其经济或政
治条件，更涵括了道德地位，是对亲家的一次全面的评价。

“议彩礼”过程中的道德感受力并非结亲双方对彼此的感受和判
断，而是以大行为基准，判断自家情势的感受力。大行就是行动者构筑
并衡量自己与亲家道德感受力的参照点。道德基准的存在也使得被商
议的“财”不可能只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经济博弈。正如当老严已经展现
出他在道德地位上的努力，而其经济地位又相当可观时，亲家母必然要
考虑到整个社区对于双方的评价，所以不能承担要高于大行的彩礼的
道德风险。而对男方来说，接受高于大行的礼价也需要承担抬高社区
大行的道德风险，所以家泽才需要通过变通之道化解危机。而且，在
“议彩礼”过程中，“道德感受力”的作用其实也适用于处在村庄分层中
各个位置上的家庭，家底丰厚的家庭不会因为经济条件尚可而接受一
个道德上存在劣势的高价彩礼。同样，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即便通过
借贷出彩礼，也不会轻易杀价，因为明确自身在村庄分层当中的位置，

·１２·

“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



不顾彩礼的大行的标准而一味要求大幅降价，反而是非常有损脸面的
事情。总之，彩礼关乎一个家庭在村庄中的身份、尊严与道德形象，并
成为行动者的核心考量。
一旦对方的道德感受力和自己存在差异的时候，“气”就会应运而

生。“气”常常贯穿于商议彩礼的情形之中，只是在本文艳云的案例中
最为突显。由此可见，“气”的牵动并非源于对亲家的家庭境况和道德
品格的孤立判断———正如，即使老白对亲家十分满意，面对１８万元的
彩礼他也会有“气”，唯有当亲家顺势而降，成全了他的道德感受力时，
“气”才被化解。所以，彼此的道德感受力是否能互为“感通”和协调一
致，才是“气”是否生发的条件，也是彩礼协商能否顺利达成合意的关键。
关注彩礼的议定过程使我们了解到，结亲家庭之间无论是高度合

意还是有所分歧，“议彩礼”都是一个必要的社会交往过程。结亲双方
在“议”的过程中达成的不单单是彼此经济预期的平衡与妥协，还掺杂
着对于姻亲关系以及小家庭的诸多情理考量。在双方高度合意的情形
中，我们看到情理本身其实具备高度互动性的基础，“议彩礼”的迂回之
势恰恰使得情理随过程而生发，因而能够“以礼顺情”。当结亲家庭对
彼此的道德感受力及彩礼数额尚未有明确共识之时，彩礼所关乎的两
家人及整个社区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以及整个道德共同体的共识，都
需要在“议彩礼”这一过程中获得确证，此之谓“以礼明心”。在两家因
分歧所进行抬价与压价的博弈中，“议”的过程令双方家庭的道德品性
地位自然流露，从而使得两家人能够即时针对对方做出道德判断，也使
结亲家庭可通过坚持与妥协的行动表达自身对塑造姻亲关系的道德诉

求，并最终着眼于影响即将结成的小家庭的秩序，展现了“以礼争气”的
道德过程。所以，“顺情”“明心”“争气”展现了“议彩礼”的三种典型的
情境，也是结亲家庭的三类互动模式。诚然，三种互动逻辑并不都是彼
此割裂而独立的，但在此类型化的分析中，我们更能把握彩礼之道德嵌
入性的多层次的要义。
本文对议价机制的分析表明，“议”的核心不在于两个家庭是不是

从一个符合情理的价格开始，或最后是否能在一个符合情理的价格上
形成默契，“议”的过程本身才是最体现情理或情理出现的过程。这种
情理也是“礼”的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实践诠释。无论在何种情形下，
行动者的策略都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双方的道德感受力，有认可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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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有顺意也有确证，有成全也有改变，这也促成了“气”在议彩礼过
程中的蕴藉变化。所以，彩礼不只是在互动双方之间形成的关照，还建
立在两家人对更大范围农村社区道德风气的体察与顾忌之上。因此，
我们认为，彩礼既非仅由供需比所导致的价格，也非单纯功能性的礼物
交换，“议彩礼”正是在社区构筑的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
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情理随议价的过程而生发的深刻基础，
也是彩礼的道德嵌入性在过程中所展现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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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１（４）：６７４－６９８．
Ｕｚｚｉ，Ｂｒａｉｎ．１９９９．“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ｉｒｍ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４
（４）：４８１－５０５．

Ｚｅｌｉｚｅｒ，Ｖｉｖｉａｎａ　Ａ．１９８８．“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４）：６１４－６３４．

Ｚｅｌｉｚｅｒ，Ｖｉｖｉａｎａ　Ａ．１９８９．“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ｏｎ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５（２）：３４２－３７７．

Ｚｅｌｉｚｅｒ，Ｖｉｖｉａｎａ　Ａ．２００５．“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ｎｄ　ｅ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Ｎ．Ｊ．Ｓｍｅｌｓｅｒ　ａｎｄ　Ｒ．Ｓｗｅｄｂｅｒｇ．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责任编辑：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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